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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 2 0 1 8 年 4 月 2 日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秦暉在上海喜馬拉

雅美術館發表題為“ 2 1 世紀的全球化危機”的學術演講。由澎湃新聞記

者依據現場錄音整理首發。   

秦暉老師以知識淵博、邏輯清晰強大著稱。這篇文章清晰地闡釋了全球化

最大的矛盾，有助於我們理解特朗普上臺、英國脫歐等一系列現象，文章

最獨特是對於中美政府角色本質差異的解釋。  

 

0.1 這兩年裏，最異乎尋常的兩件大事 

從兩三年前開始，就是 2016 年，大家就開始感到，有很多異乎尋常的

事情發生。  

第一件事，英國脫歐，這個事情出乎很多人意料。  

第二件事，美國選出一個既不是傳統左派、也不是傳統右派的奇葩總

統，這也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而且他上臺以後提出的一系列主張也非

常令人吃驚。不管是傳統的左派還是右派，都沒有想到過會這樣。    

到底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  

以前我們經常講，左派上臺右派會罵，右派上臺左派會罵。可是英國脫

歐和特朗普上臺這兩件事情，好像都不能以我們過去傳統意義上的左右

派來稱之。  

於是這兩年出現了一個詞用來描述這一類現象。這並不是一個新詞，但

是這個詞在最近這幾年用得特別廣泛，就是“民粹”，populism。  

以整體性的人民的名義侵犯個人權利和自由，並不僅僅是侵犯精英的權

利和自由，同時又以街頭運動、集體暴力破壞民主程序，以人民領袖的

名義來壟斷公共決策，這就被認為是民粹主義。  

但如果我們看特朗普勝選的全過程，我們真的很難說，他的勝選和民粹

主義有什麼關係。  

事實是，在資金、媒體支持都不佔優勢，在政界、商界、學界主流意見

都不看好的情況下，特朗普以完全符合法定程序的民主方式登上總統寶

座，粉碎了美國民主受金錢和媒體操控的神話，證明了美國的國家權力

確實是人民所授，民主在美國絕不是虛偽的。  

但是，不是虛偽的，它是不是好的呢？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我們可以

說，特朗普的勝選在程序上確實體現了民主的勝利而不是民粹的勝利。 



特朗普當選後的很多作為可能不正確，但迄今為止，沒有權威意見認為

他超越了美國法律所規定的界線，認定他有違憲的舉動。  

說穿了，人們對特朗普的當選以及對他當選之後很多政策的不滿意，實

際上是人們對美國現狀不滿意或者說是一種無以解釋的憤怒或困惑的

反映。  

特朗普當選和英國脫歐等令人大跌眼鏡的事情一樣，是在全球化走向出

人意料的時代，人們對如今這個“亂了套的世界”不知所措的結果。  

由於不知所措，所以他們對左派的主張失去了信心，對右派的主張也失

去了信心，於是就選擇接受了很多在常理上不可能被接受的東西。  

特朗普的言行不正確，其實正是以往正確的言行效果不佳所引起的反

彈。  

0.2 歷史輪回，全球化再次走到令人困惑的境地  

為什麼會有無以解釋現狀的困惑呢？  

我們的話題就從特朗普當選到底是不是民粹主義，轉向為什麼全球化走

向了當下這種令人困惑的境地。  

其實歷史上不是沒有類似的現象。  

1918 年，一戰剛結束，包括中國人比如陳獨秀在內，當時的人們也是非

常樂觀的，但是後來變悲觀了。一戰後，幾大帝國紛紛解體，整個歐洲

地區出現了大片憲政民主國家，但到三十年代，它們中的絕大多數成為“民

主失敗”的案例，不是像沙俄那樣變為左派極權國家，就是像德國、意大

利、西班牙、匈牙利那樣變成右派極權國家。  

我們看到最近這些年，有很多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  

比如 2010 年爆發的“阿拉伯之春”運動，原來大家認為那是阿拉伯國家

實現民主的大潮，實際上演變為一場原教旨主義的大潮，成了“阿拉伯

之冬”；比如 2010 年前後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比如 2008 年的全球經

濟危機……  

這些現象和我們現在看到的一些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不管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還是英國脫歐，都使得西方原來的主流理

念——左翼的社會民主主義和右翼的新自由主義——同時遇到挑戰。  

長期以來，西方是有左右之分的。  

最簡單地講，在公共領域，左派主張福利國家，右派主張自由放任。右

派強調市場競爭，這是最主要的，他們認為競爭能帶來效率，帶來經濟

的活力，麵包做大了，所有人都會有麵包吃的。然後左派認為平等更重

要，所以需要福利國家來給大家提供社會保障。  



像這樣一些爭論，長期以來一直是西方國家左右政黨輪替的一個基本線

索。大體上就是，左派當政一段時間，選民會抱怨福利國家養了太多懶

漢，導致國家經濟活力不足，然後就選右派上臺。右派上臺後，搞自由

放任太厲害了，大家又會把左派選上來。  

可是，無論是特朗普當選還是英國脫歐，似乎都既不是左派的勝利，也

不是右派的勝利。  

他既仇恨福利國家，又反對自由貿易，在傳統的西方左右派的劃分中，

你是找不到這種人的。  

不論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還是英國脫歐，都是貿易保護主義和仇恨

福利國家這兩種東西的結合。  

0.3 從皮凱蒂的書到特朗普當選，有些事情已不能回避  

皮凱蒂在《21 世紀資本論》中認為，西方從八十年代以來再度出現兩極

分化，原來已經基本解決的貧富差距問題又再重新強化。  

皮凱蒂的書引起了很大的關注，他提出的問題完全是真的問題，反對他

的基本上是傳統的右派，他們認為皮凱蒂書中講到的西方貧富分化的現

狀誇大其詞，實際情況沒有那麼嚴重。總而言之，他們主要針對的是皮

凱蒂所講的事實。  

從皮凱蒂的書到特朗普當選，我覺得有些事情已經不能回避了。  

因為特朗普當選本身就和這些事情有關。如果不是美國窮人特別是白種

窮人的強烈訴求，特朗普根本不可能當選。  

但是，皮凱蒂本身是怎麼解釋他指出的貧富分化問題的呢？皮凱蒂等於

沒有解釋。他的那一大本厚書，主要是要證明，西方的貧富分化很嚴重，

但這種貧富分化到底是怎麼來的，實際上他並沒有做出論證。  

他的論證依據的是一個很武斷的公式，就是說，資本利潤率通常情況下

一定高於經濟增長率。因此他認為，在任何情況下，如果國家不嚴厲地

節制資本，那麼這個社會肯定就會越來越不平等。  

他說，為什麼以前我們一度以為這個問題好像不那麼嚴重呢，那是因為

以前世界很多地方的經濟都處在不正常的高增長狀態，也就是所謂奇跡

狀態。如果增長率異乎尋常地高，那麼就可以使上面的公式暫時不成立。

也就是說，資本收益率一般來講是高於經濟增長率的。  

但是皮凱蒂認為，這只是個奇跡，而奇跡是不能持久的。奇跡一過去，

社會就回歸正常，而這個正常在他看來，兩千年以來都是不變的。  

皮凱蒂對當代西方貧富狀況的描述主要依據大量統計數據，我覺得完全

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要證明兩千年以來都是這個樣子，實際上沒有任何

根據。因為要找到兩千年以來的統計數據是完全不可能的。這可以說就

是一個假定。  



他的這個解釋顯然是不行的。他的這個解釋就等於說，以前的平等，或

者說以前相對而言不平等不是那麼嚴重的狀況，純粹就是因為高增長造

成的暫時性現象。但是高增長是奇跡，而奇跡是不能持久的，所以這個

問題就是解決不了。  

0.4 全球化在造成了不平等加劇  

但我們也看到，實際上以前的高增長也不見得都會帶來平等。  

比如說，拉丁美洲在 1970 年前後也是處在高增長狀態。那個時候中國媒

體提到墨西哥奇跡、巴西奇跡，它們當時都是高增長。但是拉美的高增

長伴隨著不公平的非常嚴重的擴大。  

很重要的一點是，拉美當時的高增長和東亞的高增長是不一樣的，當時

拉美執行的是所謂進口替代政策，它的高增長不是出口拉動的。  

而出口拉動的高增長，講得簡單一點就是在世界各國吸引資本，招商引

資，然後利用低成本的勞動力生產，再向世界輸出大量的廉價商品。  

這種高增長是外向型的高增長，只有外向型的高增長能帶來基尼係數的

降低，能夠帶來看上去比較平等的局面。  

在這個時期，日本的確是這樣的，東亞地區，包括中國的臺灣省，包括

韓國也的確是這樣的。當然它們現在都已經超越了這個發展階段，它們

現在已經是輸出資本、進口商品了。貧富問題也就重新建立起來了。  

如果只是外向型的高增長，我們可以證明，它在國際上的確可以帶來平

等的改善。  

道理很簡單。從市場的角度講，勞動和資本在一個利益的博弈中，到底

誰能佔優勢呢？很大程度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取決於哪一種要素

更為稀缺。  

假如資本稀缺，那麼資本在國際要素市場談判中就佔據優勢；假如勞動

力過剩，那麼勞動力就不具備議價能力。但如果是資本過剩，勞動稀缺，

就像我們前些年出現所謂的民工荒，當時我們的經濟是高速增長，這就

有利於勞動力在市場上提高要價。  

我們向世界各國招商引資，把世界各國的資本吸引到中國，把中國的廉

價商品出口到世界。把中國的廉價商品輸出到世界，實際上就是把中國

的勞動輸出到世界。  

有的人認為，這種要素的流動是不合理的，因為只有資本的流動，沒有

勞動的流動，這種流動是一種偏向。  

我認為，所謂的勞務輸出，在今天有國界的情況下確實很難大規模進行。

我們國家現在也有規模很大的勞務輸出，但是我們講中國人輸出勞動的

方式，主要不是以勞務輸出的方式，而是以中國廉價商品輸出的方式。  



簡單一點說就是，我們做的廉價商品替代了人家的昂貴勞工。就是本來

由它們的高工資工人生產的東西，現在由我們的農民工生產了。這等於

是我們的勞動，通過商品貿易輸出到了它們那裏，同時它們資本跑到我

們從這裏。  

為什麼原來它們的勞工很有地位，原來它們這個社會能夠維持高福利，

能夠維持強勢工會呢？  

那是因為資本主義經過兩百多年積累以後，出現了資本高度過剩。它們

的資本高度過剩，勞工就有談判餘地。  

但是在全球化過程中，它們的資本跑到我們這裏來了，那麼對它們來講，

它們的資本就不過剩了，甚至於現在西方很多國家都出現了資本稀缺的

狀態。  

資本不過剩，什麼過剩了呢，勞動就過剩了。一方面它們的資本跑到我

們這邊來了，另外一方面我們的商品把它們的勞動給取代了，它們出現

高了失業率。  

這樣你就可以理解，為什麼特朗普現在要搞貿易保護，為什麼他要為美

國人爭取飯碗。至於他的政策到底是不是能為美國人爭取到飯碗，當然

是完全不同的一個問題。  

在這樣一個全球化過程中，一方面它們的資本外流，造成它們的資本不

再過剩，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輸入，造成它們的勞動不再稀缺。  

這兩個過程顯然會使得，在各個要素持有者的博弈中出現不利於勞工階

層的博弈。那麼在它們那邊就會出現基尼係數的增加，不平等的擴大。  

依據同樣的邏輯，在我們這邊應該出現一個相反的過程。我們搞外向型

經濟，輸入資本，輸出商品，應該使我們變得越來越平等才對。  

而且在世界上的其他案例中，凡是處在外向型發展階段的國家，包括日

本，包括亞洲四小龍，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前，曾經有過一個時期，

它們面對中國大陸時是很自豪的。  

它們認為它們實現了的所謂的民主、均富。民主我就不說了，說均富吧，

當時它們的基尼係數是很低的。當時在臺灣是國民黨執政，當局說那是

三民主義的功勞。  

老實說，亞洲四小龍裏的其他三個經濟體其實都是這樣，它們並不信仰

三民主義。我覺得這和三民主義沒有關係，純粹就是因為它們當時的經

濟發展處在高增長階段，這個階段就是有利於平等的。  

可是這裏碰到兩個例外。  

一個是 1990 年以前實行種族隔離的南非，當時的南非大量引進資本，輸

出商品，但同時又是當時世界上不平等最突出的國家。  



還有一個就是中國。我們在過去三十年裏實現了經濟高增長，也是外向

型經濟，也是大量引進資本、輸出商品，可基尼係數是在不斷擴大，而

不是在減少的。  

南非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當然與種族隔離制度有關。  

中國之所以也出現不平等加劇的趨勢，簡而言之，是因為中國在體制方

面的一些弊病，使得全球化本來應該有利於中國平等擴大的一些功能不

能夠正常發揮。  

全球化在西方那裏造成了社會不平等的加劇，在我們這裏本來應該增加

社會平等的一些功能，也沒有真正能夠落實。  

所以全球化就變成了，無論在我們這裏，還是在他們那裏，都造成了不

平等的加劇。這就是所謂的全球化造成的一個困境。  

全球化本身是一件好事，從理論上很多人都可以說得頭頭是道，邏輯上

也是如此。但是具體到每一個國家內部，要講全球化帶來的利益分配，

確實出現了分配不均的問題。  

其實經濟全球化是應該有利於改變這種狀況的。我們也看到過這樣一些

現象，比如說，  民工荒推動農民工工資上升。  

比如說，我們改革這幾十年來，中國人的收入確實提高了，而且社會福

利——我這裏講的是真正使分配向窮人傾斜的福利——在改革之後的三

十多年中也在改善。  

改革以前中國也有福利，但那種福利基本上是和特權掛鈎的，基本上不

是為弱者提供的福利，而是為強者提供的福利。城裏人的福利比農民要

高，幹部的福利比工人高。越是初始分配佔便宜的人，二次分配又再占

一次便宜。我們的福利以前就是這樣的。  

那麼真正有利於窮人的福利還是在這三十年裏實現的，這都是全球化帶

來的好處。但這些好處本來應該比我們現在看到的要明顯得多。這些好

處實際上是被壓抑的，被壓抑的結果就是，我們看到，我們國家自己也

是基尼係數上升，也是不平等在增加。  

這樣一來，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一個不平等加劇的現象。這就使人們

感到非常擔憂，也對 21 世紀本身提出了一個挑戰。  

0.6 原東德人抱怨的聲音還是很大  

我在 2009 年訪問過德國。大家都知道，兩德統一以後，東德地區人們的

生活狀況是有很大的變化，收入有很大提高，人權就更不用說了。  

但是，統一也不是沒有副作用，一個很大的負作用是，東德的製造業基

本上就垮掉了。因為東德原來的國營製造業是完全沒有競爭力的，兩德

合併以後基本上就垮了。  



兩德統一後，當時人們認為，西德有那麼多的資本，應該去東德更新那

裏的製造業，東德那裏低效率的製造業被淘汰後，西德高效的製造業就

應該過去更新。  

但是實際上，西德資本家不願意到東德投資，他們更願意跑到中國投資。 

兩個德國統一以後，東德也實行了西德式的高福利，工人也可以組織獨

立工會，所有一切都和西德拉平了。那麼我們可以想像，西德資本跑到

東德那裏要做什麼呢？  

結果就導致東德那裏的產業更新計劃完不成，老是完不成，造成的一個

結果就是，東德現在雖然人均收入等各方面指標都比統一以前高得多，

但是人們抱怨的聲音還是很大。  

很重要的一個抱怨就是，那裏失業率比較高，而且老齡化比較嚴重，因

為凡是年輕力壯的人都跑到西德找工作了。  

由於人口老齡化，由於靠福利供養的人口增加，使得東德的人均收入至

今為止還是和西德有一定差距。  

這個差距並不是因為東德工人工資比西德低，而是因為東德的工作人口

本身就比西德少，而很多年輕人去西德就業，福利供養人口留在東德了。 

我們知道，福利制度有利於降低不平等，但是再怎麼說，福利供養人口

與就業人口之間的收入還是有差距的。這一點是東德人很不滿意的。  

你可以設想，那裏的人現在並不是和以前的東德比，而是與現在的西德

比，那麼一和西德比，當然就很憤怒了。  

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呢？你現在到了東德，如果你是一個旅遊者，你的確

會發現那裏比以前要漂亮得多，以前那些高污染的地帶，現在變成了高

檔住宅區。兩德統一後，德累斯頓這樣的城市，與其說更現代化了，不

如說更古代化了，因為原來的工業都沒有了，原來的教堂都修復了。  

但是，老百姓還是有抱怨的聲音。尤其是巨變之前的共產黨，後來的民

主社會主義黨，現在的左派党的領導人，當然對現狀很不滿。  

因為當年他們也是擁護統一的，但是統一使他們不再掌權，成了反對派。

反對派總是要提意見的，他們的一些反對意見的確有理由充分。  

0.6 不曾發生的“昂納克寓言” 

其中有一位是統一以前最後一屆共產黨政府的總理漢斯 •莫德羅（Hans 

Modrow）。  

我在 2009 年訪問德國的時候跟他談過一次。他到過中國，對中國的經濟

成就非常羡慕。  

我問他：你當年是不是可以採取類似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  

他想了想說：不可能，當時東德沒有改革的條件。  



我說：那你假如不改革、不變，會不會比現在好？  

他想了想說：也是不行的，我們原來那一套肯定是失敗的，繼續搞那一

套是沒有前途的。  

我又問：兩個德國統一，是西德統一了東德，你作為東德總理，有沒有

想過，東德去把西德統一了，把西德吞掉呢？  

他說：根本沒有想過，我們原來那一套體制是失敗的，用正常手段不可

能統一西德。而且我們有 1600 萬人，西德有 6000 萬人，光是投票就投

不過西德。  

後來我再問：有沒有第三種可能？  

1989 年柏林牆倒塌前那位東德最高領導人昂納克，假如他把那個事情平

息了，柏林牆沒有倒，東德維持原來的鐵腕制度，但是有一點不同：他

去了西方的花花世界轉了一圈之後，對資本主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於

是他完全可以用維持原來統治的方式去搞市場經濟。  

也就是說，柏林牆還是有，政府要搶誰的土地照樣搶得到，想把工人攆

走就直接攆走；農民的農會、工人的工會，誰都不能討價還價；政府向

西方提供任何民主國家都不能提供的最優惠的招商引資政策。這樣一來

會是什麼狀況呢？  

漢斯•莫德羅先生根本就沒有想過還有這回事。他說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呢？  

我告訴他，東德當年要是那樣搞了，你就不會擔心現在東德沒有製造業

了，因為西德所有的資本家會一窩蜂地把工廠移到東德，把整個東德變

成一大片血汗工廠，把所有的東德人都變成農民工，然後生產大量的商

品覆蓋西德的市場。  

這個時候，所謂的去工業化，所謂的失業問題，就都不會出現在東德，

而是會出現在西德。然後西德人會抱怨，我們現在製造業沒有了，工作

機會沒有了。  

最重要的是，西德戰後建立起的一整套以高福利和強勢工會為代表的所

謂社會市場經濟，就根本不可能維持了。因為資本家跑掉了，你工人去

和誰談判呢？你工會還有什麼談判力量呢？資本家沒有了，稅基沒有

了，你的高稅收、高福利怎麼維持呢？整個就會發生嚴重的危機。  

那麼西德會怎麼應付這個危機？照我看無非就是三種方案。  

第一種，既然一體化帶來了這樣的問題，那我就重新把柏林牆砌起來。

從西德的層面來講，主要就是搞貿易保護，也就是說，我的資本不准過

去，你的商品不准過來，我們還是各搞各的。  

這實際上是去一體化。這當然是一種選擇，但是這種選擇要付出很大的

代價。因為自由貿易也好，加強交流也好，本來是你西德提倡的。  



現在你要是開始搞貿易保護，自己閉關自守了，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嗎？何況，東德可以搞柏林牆，誰敢翻牆就予以擊斃，可以搞閉關自守，

西德可以搞嗎？假如有西德資本家要去東德投資，你西德可以把他抓起

來槍斃嗎？這條做不成，那怎麼辦？  

第二條方案，西德要想與東德競爭，它就必須向東德學習。於是，西德

就不能有那麼高的福利，不能有那麼高的工資，不能有那麼強大的工會，

是吧？  

東德人成了農民工，西德的工人也要變成農民工，否則你就沒有辦法去

跟東德工人競爭。你所有的這些都要向西德學習。如果是這樣，我覺得，

在體制上西德就被東德統一了。  

但這種情況也是幾乎不可能發生的。在現代西方民主制度下，這樣一些

情況一旦出現，老百姓是很難接受的。  

包括延長退休年齡、緊縮債務在內的很多措施已經引發抗議，比如說在

希臘，歐盟要求它緊縮債務，一緊縮就引發抗議，鬧得不可開交。  

第三種方案，就是強行大規模削減福利，在西德引發的反應會比現在在

希臘要激烈十倍，西德會出現嚴重的社會動盪。  

正常情況下，東德不可能統一西德，但一旦西德發生大亂，出現不可控

的狀態，東德用非正常手段統一西德並不是不可設想的。  

我問莫德羅，假如真的出現了這種狀況，一個極右派會怎麼看？他說不

知道。我說，你作為一個左派，是怎麼看這種可能的。  

因為如果這樣演變的話，那顯然是東德戰勝了西德。  

但這能說是社會主義戰勝了資本主義，這能說是儒家文明誕生了西方文

明嗎？照我說，這就是不折不扣的 18 世紀的資本主義打敗了 21 世紀的

資本主義，血汗工廠打敗了福利國家。  

這種現象右派贊成不贊成我不知道，作為左派，你能贊成嗎？莫德羅先

生很誠懇，他說他從來沒考慮過這個問題。他就一直說肯定不可能這樣。 

我最後和他說，我只是講了一個寓言，這個寓言叫“昂納克寓言”。因為這

個寓言並沒有發生，所以它只是一個寓言。這個寓言在德國沒有發生，

但是在德國以外的地方是不是也不可能發生呢？這的確是一個非常有意

思的問題。  

我剛才講了三種方案，特朗普實際上正常在做的就是第一種。他就是想

要豎起一道柏林牆，至於能不能成功，我就不知道了。  

0.7 左右派都要討好老百姓，肯定出現赤字財政  

上面說的是國際經濟平等層面的問題。  

在國家層面，我們知道，現在西方很多國家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所謂的國家能力危機。  



弗朗西斯•福山二十五年前曾經很樂觀，但是他現在憂心忡忡，認為西方

國家出現了國家能力危機，就是說，有很多事情國家想辦但是辦不成。

他到中國來，很羡慕中國，認為中國具備超強的國家能力。  

所以他說，民主制度還是很可貴的，但是如果不能解決國家能力的問題，

將面臨嚴重的局面。  

在我看來，國家能力無非就是兩個含義。  

一個是制度，就是說你這個制度是讓你這個國家做得成事情，或者做不

成事情。  

第二個含義，就是財政。不管你是專制制度還是民主制度，你要做事都

是要有財力的。  

如果說它們以前是民主制度，現在也是民主制度，在制度上沒有變化，

但是在財力這個問題上變化很大。  

現在西方各國普遍都是債臺高築，債務危機非常嚴重，因為給老百姓提

供的福利太多了。它們的債務負擔是剛性的，沒辦法維持。  

債務問題怎麼來的？講得簡單一點，2008 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左右兩

派馬上鬥得不可開交。  

左派說，都是因為你們右派講自由太多，尤其是金融過度自由化，過度

發放房貸，最終造成資金鏈斷裂。  

右派說，為什麼會有次貸，就是因為你政府想讓窮人買房子，用降低首

付的方式實行一種超級福利制度；歐洲福利制度使窮人有房住，你美國

還不滿足，要讓窮人不但有房住，還要鼓勵他們也當房主，最終引發次

貸危機。  

爭論的結果還是，左派認為自由搞得太多，右派認為福利搞得太多。  

2009 年，我參加過一次會議，當時我提出，在我這個旁觀者看來，我說

你們左右派在這裏爭得不亦樂乎，但實際上問題至少是你們共同造成的。 

道理很簡單，為什麼你們的國家財政會形成那麼大的一個債務窟窿呢？

按照左派的理論應該實行高福利、高稅收，按照右派的理論應該實行低

稅收、低福利。  

無論是低稅收、低福利還是高稅收、高福利，理論上講各有利弊，但是

都不應該造成債務負擔。實行高稅收、高福利，你可以說是福利國家養

懶漢；實行低稅收、低福利，你可以說貧富分化很嚴重。  

但是債務窟窿到底從哪里來的呢？因為你不管是高稅收、高福利還是低

稅收低福利，財政都是可以平衡的。  

講得簡單點，就是有多少稅收，就搞多少福利。左派上臺，你想搞高福

利，你就必須搞高稅收。右派上臺，你想減稅，首先要減福利。  



可是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你很難做到這一點。因為西方民主國家的老百

姓對左派和右派的主張都是只喜歡一半的。  

他們為什麼會選左派呢？因為喜歡高福利。但是他們不喜歡高稅收。所

以左派上臺，提高福利很容易，提高稅收就比較困難。  

為什麼老百姓會願意選右派呢？因為右派可以給他們減稅。但是老百姓

喜歡減稅，並不喜歡減福利。  

所以，右派上臺減稅很容易，但減福利很困難。那好了，左派上臺福利

增加，但稅收增加的不多；右派上臺稅收減少，但福利減少的不多。這

樣，債務不是就越來越多了嗎？  

如果只有左派或者只有右派一家當權，也不會造成這種局面。不管是高

福利、高稅收還是低福利低稅收，都不會這樣。  

從源頭上講，為什麼左派右派的主張會造成這種結果？  

很簡單，民主制度下，左派右派互相競爭，都要討好老百姓，那結果當

然就是這樣。要取消這一點  ，除非左派右派不再討好老百姓了。  

但不再討好老百姓的話，還是民主制度嗎？不是了。  

比如說，假如左派右派都要討好皇上，因為皇上總是既喜歡收費又不願

意承擔責任，所以假如左派說皇上就應該橫徵暴斂，那麼皇上肯定很高

興；假如右派說皇上就應該不顧老百姓的死活，讓他們自生自滅，不必

為他們太操勞而影響健康，那皇上也會很高興。  

但是你只要搞了民主，你就不能這樣。倒不是說左派沒有良心，在那種

民主體制下，因為左派的手段要能實現，你就必須有多數的支持，右派

的主張也一樣。  

通常我們說，勞苦大眾支持左派，一小撮富人支持右派，但如果是這樣

的話，民主選舉中，右派怎麼得到多數票的支持呢？  

左派右派都要討好老百姓，肯定就會出現赤字財政。假如說民主制度從

來就是這樣，從來就會造成赤字財政，為什麼還能延續兩百年，並且取

得了巨大的成功呢？為什麼以前會取得非常大的成功，為什麼以前不是

這樣呢？  

既想要最多的自由，又想要最多的福利，我把這種訴求叫做“既要馬兒跑，

又要馬兒不吃草”。  

0.8 全球化背景下，國家能力會因債務不可控而惡化  

什麼是最好的政府？  

右派說，最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意思就是說這樣的政府能給老

百姓最多的自由。  



左派說，服務最多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意思是說這樣的政府能給老

百姓最多的福利。  

其實我說，最好的政府是政府既不徵稅，又可以實現從搖籃到墳墓的高

福利的政府。這樣的政府左派右派都滿意，自由最多，福利也最多。可

惜這樣的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這是不可能的。  

以前的民主國家為什麼沒有現在這麼多的債務問題？很簡單，就是以前

在全球化程度比較低的情況下，在一個孤立國家的財政系統內部，“既要

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不可行性是很容易被國民認識的。  

講得簡單一點，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既不想交稅，又想高福利，那很快

就會使國家財政破產。  

國家財政破產，就會亂印錢，亂印錢就會發生惡性通貨膨脹，老百姓就

會覺得這不行了。  

老百姓覺得這不行了，那麼不管你是降低福利還是增加稅收，老百姓其

實都是可以接受的。  

老百姓，你不能說他們個個都是全知全能的精英，但也不是傻瓜，不會

不撞南牆不回頭。出現問題，他們體會到了，是會改的。  

就希臘而言，我們現在說希臘人又想要福利又不願意交稅，實際上他們

加入歐盟之前已經有這樣的情況，但當時不那麼嚴重。為什麼不那麼嚴

重？因為以前他們沒有加入歐元區，是要自己發行貨幣的，這個貨幣就

是德拉克馬。  

歷史上德拉克馬曾經多次貶值，一貶值就是通貨膨脹，希臘老百姓就知

道，這麼玩是玩不下去的。可是他們自從加入歐盟以後就沒有這個問題

了。大家知道入歐以後他們用歐元，歐元是不會有通貨膨脹的。所以他

們不管借了多少債，都不會再有通貨膨脹的問題了，他們就感覺不到債

務問題的嚴重性。  

這樣，全球化帶來一個問題，就是使一個國家的財政會通過經濟的一體

化向全球無限制透支，導致債務窟窿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會被掩蓋住，

使得人們遏制“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這種訴求的能力變得越來越

弱。  

希臘是一個小的例子。大的例子當然就是美國。美國的國債多，這還是

次要的，美國的貿易逆差實際上也是負債的標誌。講得簡單一點就是，

它買的多賣的少。  

它買東西時給你一筆美元，它這筆美元其實就是它欠你的賬。你拿了美

元之後不再買商品，那不就是廢紙嗎?其實就等於是他欠你的。  

你拿了美元不去用，還有貶值的風險，那麼避免貶值的方式是什麼？就

是買美國的國債，美債最安全，而且收益率最高。  



這個問題講得簡單一點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謂國家能力會因國

家財政不可控的債務狀況而惡化。那麼好了，你可以說全球化導致了一

個國家會向全球透支，但是你還要解決一個問題。  

因為透支的本質是借錢，而不是搶錢——如果是搶錢就不會有債務，因為

搶來的錢是不用還的。  

而且，搶錢需要有霸權，但對借錢來講，霸權是不管用的。因為借錢的

前提是別人願意借給你，美國這樣的國家不去借錢，對方還會著急，還

就是願意借給美國。美國不去借錢，對方還不高興。  

為什麼會這樣？那就是全球化過程還有另外一極。剛才已經講了，美國

這種體制下，它的老百姓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但是在全球化的另一極，也有一些左派和右派，他們的主張都是從西方

來的，但是他們的左派和右派玩遊戲的平臺和西方是不一樣的。  

西方的左派右派都要討好老百姓，但在全球化的另一極，那裏的左派右

派都要討好政府，這一點和西方不一樣。  

那麼由於那裏的左派右派都要討好政府，所以那裏就不存在老百姓既要

福利又不想交稅的情況。  

恰恰相反，那裏的政府想征多少稅就征多少稅，它給一點福利，你老百

姓就要感恩，如果不給，老百姓也不能問政府要。這樣，政府手中的錢

就會越來越多。  

全球化就在這兩極中形成了嚴重的互動。  

結果就是，一方的政府越來越窮，另一方的政府越來越富。但一方的政

府越來越窮，不見得它的老百姓越來越窮；另一方的政府越來越富，不

見得它的老百姓也越來越富。完全是兩回事。  

09.中國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決定著世界的命運  

有些人說，這二十多年來的全球一體化帶來了一個趨同化的趨勢。就是

說，我們現在搞的其實不是純粹的計劃經濟了，而它們也沒有人說，它

們搞的就是純粹的市場經濟。  

如果要講計劃的作用、市場的作用，任何國家都有這樣兩種作用。如果

要講社會保障和經濟效率，也沒有任何國家說可以只要一樣。但，是不

是這兩種國家就是一樣的了？其實不是的。  

不但不一樣，而且還越來越不一樣。  

為什麼？因為，市場經濟在世界上某些國家那裏，意味著政府權力不減，

但推卸福利責任；而在另外一些國家，市場經濟意味著政府的權力要受

到嚴格的限制，同時要維護老百姓的福利。因此這兩種體制表面上看趨

同，但實際上完全相反的。  



全球化過程實際上使這種兩種相反的特徵都在不斷強化。在一極，造成

它們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小，但是責任越來越大；在另一極，造成它們政

府的權力越來越大，但是責任越來越小。這樣下去肯定要出問題。  

那麼這個問題該怎麼解決？  

全球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我覺得也是很難逆轉的。但是這裏的確

有一個全球化到底是劣幣驅逐良幣，還是良幣驅逐劣的問題。  

全球化從理論上講應該給所有人都帶來好處，也的確給我們中國帶來了

好處。我這裏講的好處不只是說全球化在過去二十多年裏給中國帶來了

經濟增長，我們在體制上也的確取得了很大的進步。  

至少在改革三十年以後，我們中國人無論是自由還是福利，從縱向的角

度看都比過去進步了很多。  

全球化的一個結果是，西方的工會制度、福利制度出現了一定的衰敗。

我們中國人是把這些事情當作西方人的笑話看，還是把它們看作對我們

也是一種威脅呢？我覺得這個是個很大的問題。  

也就是說，在全球化進行了一段時間以後，如果我們說，以前我們中國

改革決定的是中國的命運的話，那麼現在，中國改革在某種意義上還決

定著世界的命運，決定著全球化到底是趨向於一種良性的進步，還是趨

向於劣幣驅逐良幣。  

 


